
　　准抽象危险犯概念之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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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传统的危险犯二分说存在疑问，在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之间，还应

存在一个独立的危险犯类型———准抽象危险犯。刑法分则中规定的５个 “足以”型

危险犯、３个危险物质型危险犯、３个破坏公用设施型危险犯、暴力危及飞行安全
罪、非法携带枪支等危及公共安全罪以及污染环境罪，均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其罪

状中的 “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危及飞行安全”、“危及公共安全”以及

“严重污染环境”等表述，是对行为对象的性质或者行为本身属性的要求，旨在使

其区别于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相关犯罪，而非表明只有已经发生了现实、紧

迫的具体危险才成立相应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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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上，刑法理论将危险犯二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国内赞成这一二分说的
学者，大多以相关刑法分则条文中是否存在 “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危及飞行安

全”、“危及公共安全”、“严重污染环境”等表述为根据，来判定相关危险犯是属于具体危

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

　　但值得反思的是，这种形式上的划分是否妥当。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诸多犯罪的成立
条件与处罚范围。例如，若认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具体危险犯，对于

生产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却未销售 （但准备用于销售）的，因其尚未对消费者的身体

健康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就只能得出不成立该罪的结论。但是，这显然与认为该罪属

于选择性罪名的通说相冲突。易言之，如果不认为生产行为系该罪独立的实行行为，对于

生产却未销售 （但准备用于销售）的，就不能以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论处，

而这显然不利于严厉打击当前颇为民意所不容的食品安全犯罪。再比如，如果坚持认为污

染环境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则意味着即便超标排放了可能严重污染环境的毒害性物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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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发生或者不能证明已经形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高度、紧迫危险的，也不能成立污染环

境罪，而这显然有违当前要求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民众期待。由此可见，传统的危险犯二

分说已有脱离实际之嫌，有必要予以认真反思。

一、传统危险犯二分说的缺陷

　　 （一）区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形式标准

　　域外刑法理论一般将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区分的形式标准在于相关
刑法分则条文中是否存在 “致生公共危险”之类的明文规定。〔１〕已如上述，国内学者通常

也是以刑法分则条文中是否存在相关的形式性规定来区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２〕

　　应当说，域外刑法理论根据上述形式标准，一般能够较为清晰地区分具体危险犯和抽
象危险犯。以放火犯罪为例，日本刑法就放火犯罪规定有向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向非现

住建筑物等放火罪、向自己所有的非现住建筑物等放火罪、向建筑物等以外之物放火罪以

及向自己所有的建筑物等以外之物放火罪等 ５个罪名。学界根据条文中有无 “发生公共危

险”的明文规定，公认前两个罪名为抽象危险犯，后三个罪名为具体危险犯。〔３〕表面看

来，日本刑法理论将放火犯罪区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的根据是条文中有无 “发生

公共危险”的表述；但为我们所忽略却十分重要的实质根据在于，建筑物、火车、电车、

船舰、矿井等通常都是人员频繁、密集出入的地方，向上述场所放火，一般会危及公共安

全，因而无需进行具体判断即可得出存在公共危险的结论。

　　反观我国刑法，其并未根据放火对象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构成要件；在放火犯罪仅有
一个罪名的状况下，我们能否直接认为 “危害公共安全”是具体危险犯的标志，从而得出

放火罪属于具体危险犯的结论？其实，具体到案件事实，既存在向上述人员频繁、密集出

入的地方放火的情形，也存在向人员较少出入的场所放火的情形。是否后一种情形就不构

成放火罪 （或者放火罪既遂），恐怕不好直接根据形式标准予以肯定的回答，而应给出实质

性理由。“从形式上来看，《刑法》第１１４条 （放火罪等）要求行为 ‘危害公共安全’，其

实质是一种犯罪类型化的要素，要求行为存在公共危险，其目的在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

与彼罪”。〔４〕事实上，行为人完全可能采取放火的方式杀人、伤人、毁坏他人财物。故而，

“危害公共安全”不过是区隔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人身、

财产犯罪的要素。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也是根据放火时的具体场景来判断是否 “危害公

·４２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１〕

〔２〕

〔３〕

〔４〕

参见 ［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Ⅰ———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
版，第９３页；［日］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１年版，第９９页；林山田：《刑法通
论》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５７页。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７页以下，第 ６０４页；周光权：《刑法各论》，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３３页；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１页；苏彩霞：《“风险
社会”下抽象危险犯的扩张与限缩》，《法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第 ３１页；欧阳本祺：《论刑法上的具体
危险的判断》，《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７０页；付立庆：《应否允许抽象危险犯反证问题研究》，
《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８０页以下。
参见 ［日］山口厚：《刑法各论》，有斐阁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７５页以下；［日］高桥则夫：《刑法各论》，成文
堂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４５页以下。
张克文：《危险驾驶罪的客观不法与主观罪责》，《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８９页。



共安全”，从而认定是成立放火罪，还是其他人身、财产犯罪。

　　案例１：被告人马某等人先将停在某美食广场停车场的路虎牌越野车砸坏，然后将点燃
物扔进车内，致使该越野车燃烧毁损，被毁损的越野车价值达 ３３８１００元。案发时该美食广
场厨房墙上的一扇窗户被烧坏、玻璃被震碎，上面的一个路灯也被烧坏。“涉案越野车被烧

时，旁边停有其他汽车，西侧相隔０．４米有一南北向二层楼，底楼为太阳岛美食广场厨房、
更衣室、仓库，二楼为棋牌室，东侧为太阳岛沐足房，北侧为太阳岛餐饮部。”法院据此认

为，被告人马某等人砸车并放火烧车，危害公共安全，构成放火罪。〔５〕

　　案例２：被告人符某与家人发生矛盾，家人外出后，其在位于海口市汽车运输公司宿舍
５幢５０４室自家饭厅内，将煤油灯摔破，点燃煤油任其燃烧，引起火灾，烧破了宿舍门窗及
家中物品，后消防队员将火扑灭。被告人符某辩称，其是在自家点火，并不想危害邻居和

公共安全，不构成放火罪。法院则认为：“符某虽然是在自己家里放火，但其住所并非孤家

独院，而是位居市区人口密集的繁华地段，如火势失控，即会危及四周居民和仓库、车站

等安全。其行为已足以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身及财产构成严重威胁”，故构成放火罪。〔６〕

　　笔者认为，上述判例都对公共危险的存在与否进行了准确的判断。但也有判例对放火
行为是否 “危害公共安全”只字不提，而直接认定成立放火罪。

　　案例３：被告人付某为报复被害人刘某，趁被害人刘某及其家人熟睡之机，将汽油从刘
某家大门缝隙处倒入，并用火柴引燃后逃离。被害人刘某被烧成重伤后不久死亡。法院认

定构成放火罪，但未就放火行为是否 “危害公共安全”作出判断。〔７〕

　　案例４：被告人魏某为实施抢劫而窜入被害人刘某家中，用硬物猛击刘某致其昏迷，在
误以为刘某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为毁灭罪证而放火，导致刘某被烧死，以及价值７２９元的物
品被烧毁。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魏某死刑、以放火罪判处其３年有期徒刑，但未就放火
现场的环境进行交待，没有认定是否 “危害公共安全”。〔８〕

　　应该说，上述判例不首先判断行为是否造成公共危险，而仅根据放火行为就直接认定
放火罪的成立，会模糊放火罪与以放火方式实施的人身、财产犯罪的界限，其做法实不可

取。也就是说，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不应轻视放火罪条文中 “危害公共安全”所具有的区

分放火罪与以放火方式实施的人身、财产犯罪的功能。如果因为存在放火行为，就一概认

定行为人构成放火罪，则无异于将放火罪确定为抽象危险犯，也排除了以放火方式实施人

身、财产犯罪，从而构成相应人身、财产犯罪的余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我国的

放火罪归入具体危险犯的范畴是基本可行的。

　　 （二）传统二分说的缺陷

　　关于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特征的差异，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具体危险犯
中的危险是具体、紧迫、高度现实化的危险，是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在个案中进行具体认定

的危险；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一种根据人们的一般生活经验得出的、类型化的、由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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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推定的危险，无需司法工作人员在个案中进行具体认定。〔９〕笔者以为，具体危险犯和抽

象危险犯的实质差异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危险的判断方法不同。对于具体危险犯，根据行

为本身往往无法得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的结论，还必须结合行为的时空环境进行判断。例

如，放火、爆炸行为既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也可能只是单纯的杀人、伤害、毁坏财物行为，

不考虑放火、爆炸时的场景，就无法得出放火、爆炸行为危害公共安全与否的结论。而对

于抽象危险犯，如盗窃枪支罪，人们根据枪支本身具有相当大杀伤力的一般生活经验，得

出只要所盗窃的是枪支，原则上就具有公共危险的结论，从而无需在个案中判断是否存在

公共危险。二是立法模式不同。因为需要在个案中判断有无公共危险，具体危险犯的司法

证明要求较高。而对于抽象危险犯，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具有类型性危险的行为，如非

法持有枪支，即可得出行为具有公共危险的结论。诚如我国台湾学者黄荣坚所言，“抽象危

险犯与具体危险犯之间并非代表个案中行为事实上危险程度的区别 （并非具体危险犯行为

的危险程度就是大于抽象危险犯的行为），而是代表两种不同的立法形式而已。”换言之，

“抽象危险犯正因为其典型之危险，所以立法者并未附加其他条件，以一定之行为要件直接

确认其行为之危险性。相对的，立法者可能认为具体危险犯的行为本身还不足以代表典型

的危险，所以附加 ‘致生危险’为确认其危险的客观要件”。〔１０〕

　　不过，仅根据形式标准就得出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的结论，有时可能会出错。

例如，有学者一方面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使法益侵害的可能具体地达到现实化

的程度”，另一方面又仅根据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中存在 “危及飞行安全”的表述，就得出

该罪属于具体危险犯的结论。〔１１〕但是，从该罪基本犯的最高法定刑仅为５年有期徒刑来看，

要求对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并且只有使飞机发生倾覆的危险达到了现实化

的程度时，才成立本罪，恐怕会不当缩小该罪的处罚范围，也难以做到罪刑相适，故将该

罪归入具体危险犯未必妥当。还有学者一方面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 “具有发生

侵害结果的紧迫 （高度）危险”，另一方面又根据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

品危及公共安全罪中存在 “危及公共安全”的表述，就得出该罪属于具体危险犯的结论。〔１２〕

但是，对于非法携带枪支等危险物品进入公共场所的行为，要求只有对公共场所的安全已

经形成了紧迫、高度危险时才能以该罪论处，同样会不当缩小该罪的处罚范围。事实上，

司法实践中对于将管制刀具带入候车厅、〔１３〕在市场上摆摊销售管制刀具、〔１４〕在街上销售管

制刀具等行为，〔１５〕均不待其形成具体、现实、高度、紧迫的危险，即认定成立该罪的既

遂。至于将 “足以……”、“危害公共安全”、“严重污染环境”之类的表述直接视为具体危

险犯的标志，更是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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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传统的危险犯二分说一方面认为，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必须
是在具体个案中认定的达到高度现实化的、紧迫的危险，另一方面又仅根据相关刑法分则

条文中存在 “危害公共安全”、“足以……”、“危及飞行安全”、“危及公共安全”以及 “严

重污染环境”等表述，就直接得出相关犯罪属于具体危险犯的结论，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

理论困境。事实上，刑法理论与实务普遍认为，只要破坏了刹车等关键零部件，盗毁枯水

期备用的变电器设备，在输油管道上打孔盗油，盗窃具有毒害性、放射性的危险物质，在

街上摆摊销售管制刀具，生产了准备用于销售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生产了准备用于

销售的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非法采集、制作了准备用于供应的不符合标准的血液、血

液制品，违规排放、倾倒、处置了毒害性物质等，不待其对相关法益形成具体、紧迫、现

实的危险，就已经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盗窃危

险物质罪、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危及公共安全罪、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不符

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非法采集血液、制作血液制品罪、污染环境罪等。〔１６〕

　　总之，传统的危险犯二分说的缺陷在于：一方面根据相关刑法分则条文中是否存在
“危害公共安全”、“足以……”之类的表述，将危险犯直接划分为非此即彼的具体危险犯和

抽象危险犯，另一方面在个别案件中又对所谓具体危险犯放弃了具体危险的判断。要破解

这种理论困局，就必须反思在传统的二分说之外，是否还存在独立的第三种危险犯类型。

二、作为第三种危险犯类型的准抽象危险犯

　　 （一）域外相关概念的梳理

　　日本学者山口厚认为，在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之间，存在着要求某种程度的实质
危险性判断的中间形态———准抽象危险犯，例如日本刑法第 ２１７条规定的遗弃罪。〔１７〕大谷
实也指出，抽象危险犯包括不以抽象危险的发生为要件的犯罪，也包括从一般经验看，尽

管可能性极低，但也以发生某种法益侵害危险为必要的犯罪，后者可谓准抽象危险犯；但

是，无论哪种抽象危险犯，都不能仅从构成要件的形式规定上进行判断，而必须根据具体

构成要件的解释来确定，遗弃罪和毁损名誉罪即为准抽象危险犯。〔１８〕

在德国的刑法理论中同样有类似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例如，有德国学者认为，抽象危

险犯和具体危险犯的传统二分说是过时的、简单的且易引起歧义，提出应当以所谓 “具体

危险性犯”作为传统二分说的补充，以避免在行为没有任何危险性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不

服从而受到刑事制裁。〔１９〕施罗德指出，德国刑法中 “足以”造成某种危险条款所规定的危

险犯，属于无法归入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的混合类型；判断这种危险犯的危险，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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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徐凯：《抽象危险犯正当性问题研究———以德国法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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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形下需依赖抽象危险因素与具体危险因素的结合，即进行 “抽象—具体危险犯”的判

断。〔２０〕霍耶尔在施罗德研究的基础上，将上述 “足以”条款规定的犯罪以及暗含以 “足

以”发生危险作为客观不法内涵的犯罪统称为 “适格犯”，并主张适格犯应当作为介于具体

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之间的独立危险犯类型而存在，其危险性仍是需要结合具体案情来判

断的行为危险。例如，对于达到醉驾标准的酒量超常者，若判断其醉驾行为并未达到不能

安全驾驶的危险程度，则根据适格犯理论可排除危险驾驶罪的成立。〔２１〕

　　 （二）准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引入

　　支持传统危险犯二分说的学者之所以陷入理论困境，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介于具体危险
犯和抽象危险犯之间的独立的危险犯类型。比如，相关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 “足以”型危

险犯，就属于这种独立的危险犯类型，而非通说认为的具体危险犯。这是因为 “‘足以

……’只是对假药、食品、医用器材性质的要求，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而设，并非表明是

具体危险犯、构成犯罪以形成现实性的具体危险为条件；只要对象具有这种性质，即便只

是生产了而并未销售，也已成立犯罪，也有必要作为犯罪予以打击”。〔２２〕

　　纵观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一共有 ５个 “足以”型危险犯，即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

通设施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以

及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支持二分说的学者一方面认为，这类犯

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另一方面又认为，只要行为对象 （包括组成犯罪行为之物）具有某种

属性、行为达到某种程度，即便危险尚未达到现实化、紧迫的程度，就已经成立犯罪。这

在理论上恐怕难以自洽。例如，有学者一方面认为，破坏交通工具罪是具体危险犯，另一

方面又认为，只要对正在行驶 （飞行）中、处于已交付可随时使用状态、处于不再需要检

修便可以使用状态的交通工具的整体或者重要部件进行破坏，就足以使火车等交通工具发

生倾覆、毁坏的危险，从而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２３〕按照这一逻辑，虽然破坏交通工具罪

系具体危险犯，但是，即便半夜潜入公交车车库破坏汽车的刹车装置，不待发生现实化的

危险，也已经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既遂。再例如，有学者一方面认为，生产、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另一方面又认为，只要所生产、销售的食品，经鉴

定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

污染物的，即可认定成立该罪；至于所生产、销售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是否已经

被食用，是否实际危害了人体健康，对该罪的成立都没有影响。〔２４〕也就是说，尽管生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但只要生产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即

便尚未销售，未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形成具体、紧迫的危险，也已经构成该罪的既遂。由

此可见，支持二分说的学者虽以形式上的根据将 “足以”型危险犯归入具体危险犯，但在

具体的适用上却未坚守只有形成了具体、紧迫、现实的危险才成立相关犯罪的立场，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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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理论上的一贯性。

　　其实，将 “足以”型危险犯归入具体危险犯，只是学者的 “一厢情愿”，我国的司法实

践并未将这类犯罪作为具体危险犯来对待，而是类似抽象危险犯那样进行认定。例如，

２０１３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案件解释》）第 １条指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 ‘足以造成严

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一）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属于病

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三）

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四）婴幼儿食品中生产发育所需

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五）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

性疾病的情形。”〔２５〕也就是说，只要生产了准备用于销售的上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即成立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

　　对此，笔者倾向于引入 “准抽象危险犯”的概念，来描述这类除实施法律规定的行为

外，还需在个案中进行一定程度的具体、实质性危险判断，从而介于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

险犯之间的独立的危险犯类型。〔２６〕一方面，这类犯罪更接近于抽象危险犯，只要行为具有

某种危险属性即成立犯罪；另一方面，相对于盗窃枪支罪等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其行为是

否具有危险，尚需在个案中结合对象的性质、行为属性等进行一定程度的具体判断，但这

种危险又无需达到现实化、紧迫性的程度，从而也区别于放火罪等典型的具体危险犯。

　　除了上述５种 “足以”型危险犯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外，笔者认为，在传统二分说所认

定的具体危险犯中，除刑法第１１４条规定的放火等罪、第３３０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第３３２条规定的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以及第３３７条规定的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属于具
体危险犯外，其余都属于准抽象危险犯。这样，我国刑法中属于准抽象危险犯的罪名就有：

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

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盗窃、抢夺危险物

质罪，抢劫危险物质罪，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

品危及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

器材罪，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污染环境罪。下面就将上述个别

犯罪确定为准抽象危险犯的理由略作说明：

　　第一，将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
罪归入准抽象危险犯，是因为理论与实务均认为，为了与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财产

犯罪相区分，应将破坏的对象限定为正在使用中或者处于备用状态中；这恰好是对破坏行

为本身的公共危险性的要求，而并非要求危险必须已经现实化、紧迫化。也就是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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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犯罪，对于危险性的要求，正好介于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之间，因而将它们作为

准抽象危险犯来把握，有利于合理划定处罚范围。

　　第二，之所以认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以及盗窃、抢夺危险物质

罪、抢劫危险物质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是因为相关刑法分则条文中 “危害公共安全”要

素的实际功能仅在于限定处罚范围，旨在将毒害性不大、没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的危险物

质排除在犯罪对象之外。而且从司法实践看，也是仅就对象本身的毒害程度进行认定，而

未要求上述行为必须已经对公共安全造成了现实、紧迫的危险，方能成立上述犯罪。〔２７〕

　　第三，之所以不同意将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归入具体危险犯，是因为若要求对飞行中

航空器上的人员使用暴力，必须达到使航空器发生倾覆、坠落的现实、紧迫的具体危险方

能成立该罪，无疑会导致处罚过于延迟，不当缩小处罚范围，也与该罪较低的法定刑 （基

本犯的最高法定刑仅为５年有期徒刑，低于放火等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不协调。反之，将
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定位为准抽象危险犯，既要求暴力行为必须达到危及飞行安全的程度，

又不要求这一危险必须紧迫、现实化，因而能够实现处罚范围的适当与合理。

　　第四，笔者反对将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归入具

体危险犯的理由有如下几个：一是该罪的最高法定刑仅为３年有期徒刑，比作为抽象危险犯

的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的最高法定刑 （７年有期徒刑）要低，因此，若将其作为具

体危险犯来对待，会导致罪刑不相适应；二是要求非法携带行为只有已经对公共安全形成

了现实、高度、紧迫的危险才成立该罪，无疑过于限制了该罪的成立范围；三是该罪中的

“危及公共安全”并非具体危险犯的标志，而是对携带的对象、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性质本身

的限制。除此而外，如前所示，司法实践中将在公共场所摆摊销售管制刀具的行为也认定

为该罪的做法，更加说明了该罪并非具体危险犯。

　　第五，笔者为什么不同意将污染环境罪归入具体危险犯，〔２８〕是因为：一则，若将该罪

限定为具体危险犯，毫无疑问会因难以证明具体危险的存在而影响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打击，

从而有违 《刑法修正案 （八）》修订本罪以降低入罪门槛、增加可操作性、加大打击力度的

立法初衷。〔２９〕二则，该罪中 “严重污染环境”的表述并非对行为的具体危险性的要求，而

是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中 “危害公共安全”要素的功能相同，旨在

限制处罚范围，将排放、倾倒、处置虽具有一定毒害性但不至于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排除

在外。质言之，“严重污染环境”系对行为对象及行为性质本身的要求，而非要求污染环境

的危险必须达到现实化的程度方能成立污染环境罪。三则，从司法实践看，只要在饮用水

源一级保护区排放、违规大量排放、超标排放，就作为该罪定罪处罚，〔３０〕这正好暗合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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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偃刑初字第２８２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江
中法刑一终字第６８号刑事裁定书；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本县刑初字第００２５１号刑事判决
书；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阿刑初字第２０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即
刑初字第４０号刑事判决书。
有学者明确主张污染环境罪为具体危险犯。参见前引 〔２〕，苏彩霞文，第 ３１页；前引 〔２〕，欧阳本祺文，
第７０页。
参见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 （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３１８页以下。
参见２０１３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



罪作为准抽象危险犯的性质。

三、准抽象危险犯的司法认定

　　笔者对我国刑法中的准抽象危险犯进行如下分类：１．“足以”型危险犯，包括破坏交
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

准的医用器材罪以及非法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等 ５个罪名；２．破坏公
用设施型危险犯，包括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

电信设施罪等３个罪名；３．危险物质型危险犯，包括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
质罪，盗窃、抢夺危险物质罪，抢劫危险物质罪等 ３个罪名；４．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５．
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６．污染环境罪。因篇幅所
限，下面仅以破坏交通工具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盗窃危险物质罪以

及污染环境罪为例，结合实务中的判例，探讨准抽象危险犯的司法认定。

　　 （一）破坏交通工具罪

　　在司法实践中，关于破坏交通工具罪，比较典型的是以下几类案件：１．破坏汽车发动
机、给汽车轮胎放气；２．剪断汽车的刹车油管导致刹车失灵；〔３１〕３．将三角铁钉摆放在公
路上刺破他人汽车的轮胎。〔３２〕

　　案例５：被告人李某放掉他人客运汽车一侧轮胎的气体，并将两矿泉水瓶的盐巴倒入该
车发动机内，致使该车一侧两个轮胎干瘪以及发动机毁坏。被告人辩称其行为不足以使汽

车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案件应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是，法院认为，被告人破坏

公共汽车的重要部件，足以使公共汽车发生毁坏的危险，危害了公共安全，已经构成破坏

交通工具罪。〔３３〕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关于破坏汽车刹车装置的，既有被害人上路行驶中发现刹
车失灵，发生了具体、紧迫、现实的危险，但因被害人及时采取手刹制动措施，或者采用

降低档位的方法将汽车停下，从而避免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案件；〔３４〕也有被害人未上路即发

现刹车被破坏而没有形成具体、现实化的危险，法院根据行为人破坏的是正在使用中的汽

车刹车装置的事实，认定破坏行为足以使汽车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从而成立破坏交通

工具罪 （既遂）的案件。〔３５〕

　　案例６：被告人张某欲报复被害人郭某，于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８日 １９时许将郭某停放在楼

·１３１·

准抽象危险犯概念之提倡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参见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杏刑初字第 ２７６号刑事判决书；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辰刑初字第０２３１号刑事判决书。
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这类案件定性为破坏交通工具罪。参见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萍刑一终字第
７７号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贺刑终字第 ５１号刑事裁定书。但是，笔者
认为，向正在运营中的公路上面抛洒三角铁钉等障碍物，破坏了道路作为交通设施的功能的发挥，因此，此

类案件宜认定为破坏交通设施罪。

参见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南刑初字第１４３２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常刑终字第 ４６号刑事裁定书；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杏刑初字第２７６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开刑初字第１８号刑事判决书；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鄂宜城
刑初字第０００７９号刑事判决书。



下的汽车左侧刹车油管剪断。次日 ９时许，被害人郭某欲驾车离开时发现刹车失灵，遂报
案。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破坏他人汽车刹车系统，足以使汽车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３６〕应该说，驾车上路前及时发现刹车

遭破坏而放弃驾驶的，尚未形成使汽车倾覆、毁坏的现实、紧迫的具体危险，但法院依然

认定破坏汽车刹车的行为成立刑法第１１６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既遂。
　　案例７：被告人谢某将他人停放在路边的现代牌轿车左后轮制动油管剪断，随即逃离现
场。法院认为，“被告人谢某采用割断制动油管的方式破坏汽车，足以导致该车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其行为已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３７〕本案中，法院并未就破坏汽车刹车的行为

是否造成了使汽车倾覆、毁坏的具体、高度、紧迫的危险进行判断，而仅根据破坏汽车刹

车这一事实，即认为其行为足以导致使汽车倾覆、毁坏的危险，从而成立刑法第１１６条规定
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既遂。

　　由此可见，破坏交通工具罪中 “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要素的功能仅在于，区分作为公共危险犯的破坏交通工具罪与作为财产犯罪的

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３８〕只要行为人的破坏行为足以导致使交通工具倾覆、毁坏的危

险，如破坏汽车的刹车装置，即使汽车尚未上路，没有形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也

已经成立刑法第１１６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既遂。质言之，半夜潜入公交车车库破坏公
交车的刹车装置，即使离司机上班还有几个小时，危险尚未现实化，也能以刑法第１１６条规
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既遂论处。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危险犯的中止问题。对于已经造成危险状态，但在实害结果发生
之前，主动消除危险以避免实害的，应如何处理？目前理论上有既遂说、实害犯中止说以

及危险犯中止说等观点。〔３９〕在笔者看来，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两点：一是主动消除危险以

避免实害的，是否值得作为犯罪中止予以 “奖励”；二是如何具体适用刑法规定。

　　关于第一个问题，不妨如此设想：即便是杀人行为，也有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例如
向被害人的茶杯中投毒后又主动送医使被害人得救的，无疑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中止，更何

况法定刑相对较轻的公共危险犯。所以，对于危险犯，应当肯定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以避

免实害的，应当作为犯罪中止来处理。

　　至于如何适用刑法规定，只要与故意杀人罪进行比较，就不难得出妥当的结论。对于
故意杀人罪的中止，显然应当适用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法定刑 （死刑、无期徒刑或者 １０年以
上有期徒刑），同时适用刑法第 ２４条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

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的规定进行处理：造成损害而减轻处罚的结果是在 ３年以上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处。至于公共危险犯的中止，笔者认为，为了与故意杀人罪中

止的处理相协调，对于仅仅造成了危险状态而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的，仍然应当认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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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辰刑初字第０２３１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开刑初字第１８号刑事判决书。
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予以说明：倘若行为人卸掉了大卡车双排车轮中的一个，因为存在卡车启动的可能性，

从而会危及交通运输安全，故能够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卸掉了大卡车所有的车轮，由于

卡车不可能启动，从而不会发生卡车在运行中倾覆、毁坏的危险，所以，不可能成立破坏交通工具罪，而仅

可能成立盗窃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

参见陈建桦、杜国伟：《危险犯既遂后中止问题新解》，《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３页。



“没有造成损害”而予以免除处罚；如果造成了该罪刑规范所欲阻止的结果，如轻伤、公私

财产的较大损失等，则应当认定为 “造成损害”而予以减轻处罚。但由于刑法第 １１４条放
火等罪公共危险犯的规定相当于未遂犯的既遂犯化，〔４０〕即已经对相当于犯罪未遂的情形规

定了独立的法定刑，为了与有责性相对较重的未遂犯的处罚相协调，对于公共危险犯的中

止，应当以公共危险犯的基本法定刑作为减轻处罚的基准，如刑法第１１４条放火等罪中止的
减轻处罚应当是在 ３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包括 ３年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否则，
容易造成罪刑上的不均衡。例如，甲向公共建筑物放火后，被害人死里逃生摔成轻伤的，

对甲适用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而对于乙实施同样的放火行为后积极
主动救助被害人，最终仅造成被害人轻伤结果的，若以刑法第 １１５条第 １款规定的法定刑
（１０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作为减轻处罚的基准，将导致乙与甲可能受到同样
的处罚。显然，两相比较，罪刑上的不均衡至为明显。所以，对于公共危险犯的中止，减

轻处罚的法定刑基准应当是基本犯 （危险犯）的法定刑。

　　这样处理的确可能导致与故意杀人罪中止的处理不相协调。例如，行为人出于杀人的
故意致人轻伤后中止犯罪，对其减轻处罚的结果是在 ３年以上 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
幅度内处罚；相反，放火后及时灭火但仍然造成他人轻伤的，对行为人减轻处罚的结果是

在３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处罚。对此，笔者认为，故意杀人致人轻伤后中止虽然成立故
意杀人罪的中止，但同时也成立故意伤害罪，因而宜以故意伤害罪 （轻伤）定罪量刑，〔４１〕

这样就能够与放火罪等公共危险犯中止的处罚相协调。

　　而关于破坏交通工具罪的中止，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将足以导致火车倾覆的大石头放
置于铁轨上，在火车到来之前又主动移走石头的，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适用刑法第１１６条
以及刑法总则关于中止犯的处罚规定。〔４２〕对此，另有学者认为，“行为人把石头搬运到铁

轨上后，‘坐在一旁观看’说明事态一直处于行为人控制之中，‘立即将石头搬走’说明阻

止结果发生的并非偶然因素，而是行为人自己的力量。认定这种场合发生了危险状态，很

不合理。”其进一步指出，如果将例子改变为，老农牵着牛过铁道时有意让牛休息一会，在

火车到来前将牛牵走，没有人会认为农夫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具体危险状态，因而 “不可能

存在 ‘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自动阻止侵害结果发生’的问题”。〔４３〕

　　笔者认为，上述否定成立犯罪中止的论证存在疑问。在老农有意让牛在铁道上休息一
会的情况下，显然已经造成了危险状态，只不过因为缺乏制造危险的故意而仅属于过失危

险犯，因此不处罚而已。如若在火车到来之前，牛因受惊吓而一动不动，老农未能在火车

到来时将牛牵走而导致列车运营重大事故的，老农的行为无疑构成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或

者交通肇事罪。那种认为只要危险处于可控状态，就不存在行为人自动阻止侵害结果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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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明楷：《危险驾驶罪的基本问题———与冯军教授商榷》，《政法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１３３页。
这样处理也有助于与故意杀人中止但造成重伤结果的处罚相协调。例如，甲杀人后积极送医，最终导致被害

人轻伤，而乙杀人后积极施救但还是造成了被害人重伤。倘若均以故意杀人罪的基本法定刑为基准来减轻处

罚，则均应在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因此二者在处罚上可能会没有区别。而
只有对甲适用故意伤害罪 （轻伤）的法定刑，对其在３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对乙适用
故意伤害罪 （重伤）的法定刑，对其在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对二者的处罚才能协调。
参见前引 〔２〕，张明楷书，第６１２页。
参见前引 〔２〕，欧阳本祺文，第７７页，第７９页。



从而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的观点，实际上堵死了公共危险犯行为人的悔过自新之路。例如，

行为人向被害人的酒杯中投毒后，一直在旁观看，直至被害人就要举杯痛饮时，行为人主

动打翻酒杯。尽管在这一场合剥夺他人生命的危险始终处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但没有人

会否认行为人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中止，从而应当予以免除处罚，而不是认定行为人成立故

意杀人罪的未遂或者预备。所以，应当承认形成危险状态后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以避免实

害的，可以成立犯罪中止，并应以基本犯 （危险犯）的法定刑为基准减轻或免除处罚。

　　与笔者的主张相应，司法实践也承认破坏交通工具罪的中止。

　　案例８：被告人丁某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凌晨１时许，携带工具准备拧松被害人付某轿
车的刹车螺丝时，因想到出了人命自己要抵命而自动放弃了犯罪。法院认为，“该起犯罪是

犯罪中止，且未造成损害，对被告人丁某的该起犯罪，应当免除处罚。”〔４４〕当然，本案中

因行为人尚未实际破坏汽车的刹车装置，从而未形成公共危险，所以，严格说来应属于破

坏交通工具罪预备阶段的中止。

　　 （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主要有以下几类案件：１．超量使用
食品添加剂。例如，加工食品时超量使用亚硝酸盐；〔４５〕生产油条食品时超量使用复合膨松

剂，致使油条中铝残留量超标；〔４６〕在生产土豆粉的过程中超量添加食用明矾 （硫酸铝钾），

致使食品中铝残留量超标。〔４７〕２．添加国家禁止添加的添加剂。例如，加工面包时添加国

家禁止添加的含铝泡打粉，致使面包中铝残留量严重超标。而经食品安全鉴定，长期大量

食用铝残留量超标较高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４８〕３．使

用工业盐腌制食品。〔４９〕４．加工、销售病死猪肉。〔５０〕５．加工、销售国家禁止生产、销售
的有毒的织纹螺、毛蚶等食品。〔５１〕

　　虽然传统的危险犯二分说以相关刑法分则条文中 “足以……”的规定为根据，认为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但无论是 《食品安全案件解释》还是

司法判例，一般认为只要生产或者销售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就成立该罪的既遂。

　　案例９：被告人林某在经营早餐店时，使用含铝泡打粉制作面点出售。浙江省苍南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该早餐店进行抽样检查，从抽检的面点中检测出铝的含量为

４２８．３ｍｇ／ｋｇ。经食品安全鉴定，长期大量食用该铝残留量超标较高的馒头，足以造成严重

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法院据此认为，“上诉人林某在生产、销售食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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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甬东刑初字第 ５６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沪二中刑终字第７６号刑事裁定书。



程中，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５２〕很显然，法院以 “经食品安全鉴定，长期大量食用该铝残留量超标较

高的馒头，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为据，直接认定成立该

罪，而未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形成了具体、紧迫、现实的危险。

　　按照笔者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把握为准抽象危险犯的立场，生产行
为也是该罪独立的实行行为，因此，只要生产了准备用于销售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即便尚未销售，或者难以查明是否已经销售，也可以直接认定成立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的既遂。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是有法院认为，在生产而未销售的场合，行为人仅成

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未遂。

　　案例１０：被告人陈某收购了两头快死的生猪，又拾得一头死猪，经屠宰加工后，将
３２３．５千克病死猪肉装上车准备销售，但在运输猪肉途中被查获。经湖南省汉寿县动物卫生
监督所检疫，所查获的猪肉属于检疫不合格产品。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违反国家食品卫

生安全管理法规，销售检验检疫不合格猪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

源性疾患，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并且，“被告人陈某已着

手实行犯罪，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属犯罪未遂。”〔５３〕应当认为，为严厉打击食

品安全犯罪，只要生产了准备用于销售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就值得以生产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论处。本案中，被告人陈某已经对病死猪肉进行了屠宰加工，完成

了生产行为，并且准备出售，而病死猪肉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所以，对陈某应以

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来处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同样是在食品加工中添加国家禁止添加的添加剂，
有的却被定性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例如，在加工牛百叶、牛肚的过程中，添

加对人体有害的甲醛溶液 （俗称 “福尔马林”）；〔５４〕在加工鸡爪的过程中，添加国家禁止添

加的有毒有害物质过氧化氢；〔５５〕在生产豆芽的过程中，添加国家禁止添加的 “ＡＢ粉”、
“无根剂”等添加剂；〔５６〕在加工凉皮的过程中，添加国家禁止使用的非食用物质硼砂。〔５７〕

对于同样属于违规添加亚硝酸盐的案件，也有被定性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５８〕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有时并未严格区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与有毒、有害食品，
只要所生产的食品经鉴定属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就认定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

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公认的抽象危险犯。这充

分说明，刑法第１４３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 “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

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要素的功能仅在于限制处罚范围。换言之，这一要素意指所

生产或者销售的食品的危害性必须达到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

病的程度，而这其实是对所生产、销售食品的属性的要求，《食品安全案件解释》也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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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因此，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不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是准抽象危险

犯。而且，该罪作为选择性罪名就意味着，生产行为系独立的实行行为，生产而未销售的

（但准备用于销售），可以成立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这样理解有助于减轻

控方的证明负担，从而更有效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三）盗窃危险物质罪

　　传统的危险犯二分说以盗窃、抢夺危险物质罪罪状中存在 “危害公共安全”的表述，

即认为该罪 “属于具体危险犯，需要根据危险物质的种类、盗窃与抢夺的行为方式等具体

判断是否具有公共危险”。〔５９〕由此，不仅要完成盗窃危险物质的行为，而且要已经对不特

定或者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具体、紧迫、现实的危险，才能论以盗窃危险物质

罪的既遂。可是司法实践中，只要行为人盗窃了氰化钠、〔６０〕装有放射性物质的探伤仪、〔６１〕

含铜废液、〔６２〕内含放射源镅的测厚仪等危险物品，〔６３〕即认定相应行为 “危害公共安全”，

从而构成盗窃危险物质罪的既遂。

　　案例１１：被告人胡某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３日１６时许，潜入某电镀厂仓库窃得氰化钠 ５．
５公斤，储藏于其暂住处。法院认为， “被告人胡某秘密窃取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
其行为显已触犯刑律，构成盗窃危险物质罪。”〔６４〕

　　案例１２：被告人许某于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１５日 ２３时许，至河北省霸州市辛章办事处美宏
轧钢厂，窃得内含放射源镅的测厚仪一个。法院认为，“被告人许某盗窃放射性物质，危害

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盗窃危险物质罪。”〔６５〕

　　上述判例中，法院并未就盗窃行为本身是否已经对公共安全形成现实、紧迫的具体危
险进行判断，而是仅仅根据行为人所盗窃的是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毒害性、放射性物质的

事实，即认定行为人成立盗窃危险物质罪的既遂 （该罪的既遂、未遂标准与盗窃罪相

同〔６６〕）。这充分说明，盗窃危险物质罪中 “危害公共安全”要素的功能仅为限制处罚范围，

旨在将盗窃了虽具有一定毒害性、放射性但尚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物质的行为排除

在本罪的成立范围之外；或者说，该要素旨在区分本罪与盗窃罪，而非表明盗窃危险物质

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有已经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形成了具体、紧迫、

现实的危险，才能成立该罪的既遂。是故，盗窃危险物质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只要所盗

窃的对象的毒害性、放射性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即成立该罪。

　　 （四）污染环境罪

　　 《刑法修正案 （八）》将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３３８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的 “造成重大环

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 “严重污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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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此，理论与实务普遍认为，此次修改降低了入罪门槛，增强了可操作性，扩大了处

罚范围，加大了打击力度。〔６７〕不过，关于污染环境罪属于何种犯罪类型，理论与实务争议

不断。有的认为属于行为犯，〔６８〕有的主张系结果犯，〔６９〕有的声称应归为危险犯，〔７０〕有的

指出应属于具体危险犯，〔７１〕有的认为是实害犯，〔７２〕有的则主张其属于情节犯。〔７３〕还有人

指出，２０１３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第 １条规定中的前 ５种情形属于危险犯，

后９种情形属于典型的实害犯。〔７４〕表面上看，上述分歧是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犯罪类型归属

之争，但究其实质，是关于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条件与处罚范围之争。

　　笔者认为，污染环境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严重污染环境”既是对所排放、倾倒、处

置的对象 （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毒

害性程度的要求，也是对非法排放、倾倒、处置行为本身的限定。〔７５〕也就是说，污染环境

罪中的 “严重污染环境”相当于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中的 “足以……”，以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盗窃、

抢夺危险物质罪、抢劫危险物质罪中 “危害公共安全”的规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论

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可能程度不同地排放、倾倒、处置了具有一定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

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但是，只要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没

有超越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尚不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就不值得论以污染环境

罪。《环境污染案件解释》第１条前５项规定，在一定地点、超过一定数量、超过排污标准

或者以一定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的，即成立污染环境罪。这些规定要么是对排放、倾

倒、处置行为本身的限定，要么是对所排放、倾倒、处置的对象的毒害性程度的要求。《环

境污染案件解释》第１条的后９项也是通过对人身、财产损失程度的描述，来限定值得科处

刑罚的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质行为所应具备的 “严重污染环境”的性质程度。

　　而从司法实践看，只要在一定地点、以一定方式、超过一定数量或者超过排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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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铭暄、陈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解读与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第１２４页；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３８９页；前引 〔２９〕，张
军主编书，第３１８页。
参见李尧：《如何界定污染环境罪中的 “处置”行为》，《中国检察官》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７６页。
参见单民：《浅析达标排污致损负刑事责任的理论可能性》，《法学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２４页；郭世杰：
《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理念嬗递》，《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８期，第４９页；张飞飞：
《污染环境罪立法完善问题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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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１页；前引 〔６７〕，高铭暄等书，第１２４页。
参见前引 〔２〕，欧阳本祺文，第７０页。
参见栗相恩：《污染环境罪探析》，《兰州学刊》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第 １５４页；姜俊山：《论污染环境罪之立法
完善》，《法学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９４页；苏永生：《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之体系解释》，《山东警察学
院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５７页。
参见刘清生：《论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７０页。
参见苏永生：《刑法解释的限度到底是什么：由一个司法解释引发的思考》，《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７０页。
《环境污染案件解释》第１条第２项规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才属于 “严重污染环

境”，这就是对行为的要求；同条第３项要求超标３倍以上排污才属于 “严重污染环境”，这是对所排放的对

象的毒害性程度的限定。



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可能严重污染环境的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

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即成立污染环境罪。例如，超过国家标准排放含有铬、锌等重金属的

电镀加工的废水，〔７６〕违规填埋电镀污泥，〔７７〕将超过国家标准的含有毒害性物质的工业废

液、废物直接排放、倾倒于河流、土壤中，〔７８〕非法对医疗废物进行碎粉、分拣。〔７９〕在这些

案件中，法院并未具体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现实、紧迫的具体危险，更未

要求已经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实际后果，而是根据非法排放、倾倒、处置了可能严重污染

环境的毒害性物质的事实，直接认定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既遂。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ａｔ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ｆｒｏｍ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ｂｙｓｕｃｈ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ｓ“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ａｎｄ“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ｓ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ｉｔ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ｄａｎｇｅｒｓ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ｍｕｓｔ
ｂｅｖｅｒ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ｉｍｍｉｎ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ｉｔｇｉｖｅｓｕｐ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ｘｉｓ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ａｎ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ａｑｕａｓｉ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ｄａｎｇ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ｉ
ｎｅｓ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ｑｕａｓｉ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ｓ：ｆｉｖｅｋｉｎｄｓ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ｔｈ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
ｆｅｎｓｅ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ｏｆｓａｂｏｔａｇ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ｆａ
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ｎｅｋｉｎｄｏｆｏｆｆｅｎｃｅｏｆ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ｆｌｉｇｈｔｓａｆｅｔｙ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ｏｎｅｋｉｎｄｏｆｏｆｆｅｎｓｅｏｆ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ｂｙｉｌ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ｉｒｅａｒｍｓ，ａｎｄｏｎｅｋｉｎｄｏｆｏｆｆｅｎｓｅ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ｅｓｅｃｒｉｍ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ｆｌｉｇｈｔ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ｏｆｆｅｎｃｅｏｒｔｈｅｏｆｆｅｎｃｅｉｔｓｅｌｆ．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ｉｍｅｄａｔ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ｓｕｃｈｏｆ
ｆ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ｔ，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ｒｉｍｅｓ，ｂｕｔｄｏｎｏｔｍｅａｎ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ｏｆｆｅｎｃｅｓ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ｏｎｌｙｉｆｒｅａｌ，ｉｍｍｉｎ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ｈａｓｂｅｅ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ｑｕａｓｉ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ｆｅｎｓｅ

·８３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参见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温乐刑初字第 ６１５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深宝法龙刑初字第３２４号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泰姜环刑初字第０００１
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太刑初字第０６１７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鄄刑初字第１３５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茂南
法刑初字第１６３号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淮中环刑终字第０００１号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宿城生刑初字第０００６号刑事判决书。




